基于知识流动分析的汽车企业海外创新策略研究
——以宝马全球研发中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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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如何在技术变革过程中重塑新型海外研发策略、实现创新发展可持续性问题，试图在跨国企业创新理论基础上引入知识流动分析方法及技术异质性维度，探讨跨国企业高效获取知识与实现持续创新的模式。以德国宝马公司从1980到2020年的创新国际化进程为例，基于知识流动视角，通过专利申请与专利引文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方法，从一般技术、新能源技术以及数字技术3个领域分析其总公司、海外研发中心与东道国供应商之间的知识流动和创新国际化模式差异。结果发现：宝马在一般技术领域，德国总部持有核心技术知识，知识流动呈现“总部－海外研发机构－总部”循环；在新能源技术领域，采用创新联盟模式，知识流动限于联盟成员之间；在数字技术领域，集团内部的知识流动并不活跃，更多在海外技术高低布局企业风险投资【何意？】，呈现由东道国向其子公司的反向知识流动。对于中国汽车企业创新实践而言，一方面企业可借鉴宝马在新能源与数字技术领域多类型的创新国际化合作模式，另一方政府部门应加强相应的创新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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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注意根据修缮完毕的中文摘要、关键词修改英文内容】
Abstract: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s facing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 of integration innovation of new energy power and digitization, as well as the ever-changing global competition pattern. How to deal with the heterogeneity of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ological locations in overseas innovation cooperatio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fficient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is paper takes BMW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in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analyzes the knowledge flow between its head office, overseas R&D centers and suppliers in the host country, and summarizes BMW's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model under traditional power, new energy power and digital technology difference.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in the general technology field, BMW Germany headquarters holds core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the knowledge flow presents a cycle of "headquarters - overseas R&D institutions - headquarters". In the field of new energy technology, BMW has adopted the innovation alliance model, and the knowledge flow is limited among alliance members.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knowledge flow within the BMW Group is not active, and more enterprise venture capital is invested in high-level and low-level overseas technology, showing a reverse knowledge flow of "host country - subsidiary". The research integrates the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theor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automotive enterprises going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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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作为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且通常不分段落，但此处作者是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等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
[bookmark: _Hlk121150332]布局海外创新是企业获得外部知识的重要机制，创新模式是海外创新布局的核心决策。现有研究中，技术区位是企业选择海外创新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从如Teece[1]、Patel等[2]、Boutellier等[3]、许晖等[4]、张娜等[5]的研究可知，发达国家跨国企业（AMNEs）通常采用知识输出策略，即从东道国的消费者、竞争者、大学以及公共研究机构中获得互补性资源，增强已有产品、服务及流程，巩固并提升自身的市场地位；而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EMNEs）多使用知识获取策略，即通过接触不同国家的技术市场【表意不完整】，多应用于AMNEs，知识获取指技术较落后的EMNEs以技术追赶为目标的创新国际化布局。然而，在现代技术的复杂融合趋势下，单一企业很难占据全面的技术领先优势，因此，如何在技术变革过程中重塑新型海外研发策略、实现创新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企业、研究机构及政策制定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选取汽车行业开展对比研究，以期为提供技术异质性视角下跨国企业创新国际化策略分析提供参考。已有创新理论中【？！指代表意不明不严谨】，汽车行业具有资本密集属性，其系统集成能力和规模成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核心技术长期集中在AMNEs总部，在生产地东道国实施知识输出，形成国际分工，开展零配件的改进创新。然而，新能源动力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不断冲击着全球汽车行业的竞争格局，从电动汽车到无人驾驶，曾经供应商如LG化学、谷歌正在转变为新晋创新主体，新兴经济体不断超越，全球技术区位尚不清晰，企业需要面临多技术领域不同技术区位的海外创新决策，总体上，汽车行业创新呈现开放态势，而如Schulze等[6]、芮明杰等[7]、胡登峰等[8]、郑飞虎等[9]的研究中的“总部－子公司”“子公司－总部”的单一知识流动理论框架不足以完整刻画汽车行业的全球创新情景。基于此，本研究聚焦宝马汽车过去30年的海外创新中心发展历程，通过专利申请与专利引文数据，分析母公司、海外研发中心以及东道国供应之间的知识流动，结合半结构化采访定性分析，归纳燃油时代与新能源动力、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下海外创新模式的差异，试图在跨国企业创新理论中引入知识流动分析方法及技术异质性讨论，深化对跨国企业海外创新模式与创新效应的理解。
2 理论分析框架
2.1 企业海外创新动机理论
[bookmark: _Hlk121150490]Hewitt[10]、 Hirschey等[11]提出的跨国企业创新理论认为，由于创新活动的规模效益以及知识泄漏风险，跨国企业会倾向于将研发活动集中在母公司。20世纪90年代后，更多国际商务研究，如Gupta等[12]、Dunning等[13]的研究，认为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高的地区，跨国企业的创新国际化能够通过知识输出提升技术资产使用效率，以及通过外部知识的引入提高技术创新效率。至此，获取外部知识、提升创新效率成为跨国企业实施创新国际化的主要动机。
[bookmark: _Hlk121150653]由于技术发展水平差异，现有相关研究多从AMNEs与EMNEs视角分别开展创新国际化战略研究，如Almeida[14]、Agarwal等[15]认为AMNEs多使用知识输出策略，会将创新拓展至海外生产区域，基于东道国的市场需求改进产品。大多数AMNEs总部与海外子公司之间形成“一对多”的知识流动趋势，母公司把跨国企业创新的总趋势，根据子公司所在地区的知识位势，提供内部技术转移作为支持【病句，表意不通达】，海外子公司也会对总部逆向输出知识，但二者之间没有过多的知识交流，如Gupta等[16]、Awate等[17]的研究；相反，许晖等[4]、柳卸林等[18]、李梅等[19]、李静怡等[20]的研究表明，EMNEs能够更清醒了解知识上的差距，更愿意实施由整个集团实现外部知识的吸收、整合和应用，在提升自身的技术存量的同时实现技术追赶【病句，表意不通达】。
[bookmark: _Hlk121150943]从进入模式上看，创新国际化包含由境外机构投入设立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创新主体合作、跨境风险投资等多类型，有如李静怡等[20]、冯军政[21]、张利飞等[22]、范拓源等[23]、查君等[24]、Klepper等[25]的研究。而进入模式通常与企业吸收能力、技术生命周期紧密相连，如吕炜[26]、何建洪等[27]、朱亚丽等[28]的研究表明，对东道国中小企业的企业孵化、企业风险投资等模式更适用于技术发展初期，能够帮助跨国企业保持对新技术的监测，与东道国供应商的合作研发则适用于成熟技术领域的产品创新改进。总体上，从母公司的创新绩效层面看，现有研究已经提供了大量经验证据显示各个类型的创新国际化都对母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品多样性、海外市场拓展等创新绩效提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背景、股权关系、制度距离、国际创业能力会产生一定的调节效应，包括徐晨等[29]、李静怡等[20]、吉生保等[30]、李梅等[19]、尹航等[31]、何建笃等[32]的研究。
2.2技术异质性对海外创新策略的影响
创新国际化研究中，创新国际化较强的企业均是高研发投入强度的技术行业，例如医药、信息技术等，然而，由于知识技术的隐性程度、独占性、网络性等属性，跨国企业创新国际化的程度与进入模式依然存在显著差异。
首先，Cowan等[33]描述了“隐性程度”概念，即知识和技术能否清晰地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递。如果通用型知识技术（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知识则可以与生产相分离，但是如果知识技术需要不断实验、测试、分析、完善，企业则需要加入相关技术集群，参与构建知识网络[34]。隐性度的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知识技术的独占性（appropriability），即创新活动是否能够避免模仿使用。如果创新活动表现为思想、讨论，而不是具体的产品，企业将不愿意实施海外研发，以控制技术过早溢出；当创新活动为具体的技术改进、外观设计，则能够通过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企业会选择知识产权强保护地区拓展其创新国际化活动。
其次，Scotchmer[35]提出了知识技术累积性特征，即后续技术的创新依赖于先前已经建立的知识，例如，化学、制药行业的累积性较高，但电子信息、机械工程行业的累积性相对较低。较高的知识技术累积性会推动企业进入到产业集群中，较低的知识技术累积性则会使企业将技术创新活动进行更广泛的全球布局。
第三，网络性，即一些特定技术行业需要高度依赖与供应商、客户、大学等的外部关系网络，例如生物技术或制药与基础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行业的企业会将研发机构设置在研究型大学附近。郑素丽等[36]、周全等[37]提出，汽车企业需要国际生产网络，与供应商和客户密切联系，以换取市场准入以及生产规模效应。
总体上，汽车企业的国际化策略问题不仅需要审视AMNEs与EMNEs之间的技术区位、资源禀赋和吸收能力差异，同时需要兼顾燃油动力、新能源动力与数字技术等多领域技术创新属性，构建差异性的创新国际化策略。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的选择
宝马公司（以下简称“宝马”）在1917年诞生于德国，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凭借燃油发动机、安全性第一的车架和车身设计概念常年占有全球汽车市场销量前列，同时也一直是研发投入最高的汽车企业之一（见表1）。根据国际经合组织（OECD）与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所发布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记分牌【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宝马在2010－2020年期间研发投入总额持续增长，常年位于全球创新研发投入企业排行的前50位，2020年研发投入达到6 279百万欧元（约为440亿元人民币），占其当年销售额的6.34%，研发投入排名上升为全球第19位。从研发投入总额来看，2021年宝马的研发投入金额为特斯拉公司的近5倍，是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汽车”）的10倍以上【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著录引用页码】，且其R&D与销售额比例、人均R&D投入比例也都明显高于上述两家新兴汽车企业。然而，根据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务必著录引用页码】的数据，尽管宝马2021年在中国【确定此处及下文有关中国的数据是包含34个省份的数据；否则，予以说明】的市场份额为3.2%，但其新能源动力汽车的中国市场份额一直落后于比亚迪集团等中国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以及美国的特斯拉，甚至不足1%。
表1  宝马的市场规模及研发投入
	年份
	企业
	全球创新排名/位
	上一年研发投入/百万欧元
	上一年销售额/百万欧元
	上一年雇员数/人
	R&D投入/销售额
	R&D投入/雇员数

	2010
	BMW
	38
	2 773
	58 365
	94 446
	4.75
	0.294

	2015
	BMW
	24
	5 169
	92 175
	111 905
	5.61
	0.462

	2021
	BMW
	19
	6 279
	98 990
	120 726
	6.34
	0.520

	2020
	特斯拉
	127
	1 215
	25 700
	70 757
	4.73
	0.172

	2020

	吉利汽车
	266
	596
	11 487
	16 895
	5.19
	0.353


【数据来源于哪里要引注参考文献】

作为传统的汽车巨头，宝马支付了高额的研发成本，在不同的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国际化活动，为本研究的问题提出创造了条件，同时，宝马的创新国际化活动开始于新能源与数字技术发展早期，能够完整反映技术变革下的创新国际化策略演变，因此，选择宝马作为研究对象。
3.2 案例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聚焦于宝马从1980到2020年的创新国际化进程，分别从一般技术、新能源技术以及数字技术3个视角展开对比性案例分析。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1）》，新能源技术包含电池驱动、充电桩等；借鉴INABA等[38]的做法，数字技术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一般技术为新能源、数字技术以外的汽车技术，包含燃油驱动技术以及内饰等汽车零配件技术等。一方面，采取单一企业的纵向分析方法有助于分析特定现象背后的动态机制与动机解释；另一方面，通过3个不同技术领域创新行为的对比分析能够更为全面地分析技术创新异质性下跨国企业全球创新战略的共性与差异。
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方法对案例进行分析。定性研究中，重建宝马的创新国际化进程，着重了解宝马创新国际化活动的模式和技术重点；数据提取自宝马年度财报的关键信息、BvD上市公司数据库、Lexis学术数据库中的新闻和行业报告，以及对上海地区汽车行业研发人员与管理人员的半结构化采访。定量数据来自incoPat全球专利数据库，聚焦宝马在样本期间的海外专利申请，包括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调研采访内容与财报、行业报告和新闻等资料互相印证，共同作为定量数据分析的补充阐释定量研究的对象是宝马研发网络内、外部的知识流动，利用专利的引文数据分析不同技术知识的流动。由于外观设计中缺少引用信息，不进入本研究的实证样本。参照Awate等[17]的研究设计，将宝马海外研发机构申请、总部为申请人但发明人为海外子公司，以及总部为申请人、发明人中包含东道国企业的专利归为焦点专利样本，即本研究所讨论的创新国际化活动。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宝马在美国（US）、日本（JP）、中国（CN）、韩国（KR）、新加坡（SG）等国家和地区均设立了研发机构，但在专利申请文档中，申请人通常写为宝马集团或宝马集团子公司，并不会使用具体的研发机构部门名称。笔者认为，如果专利申请人地址或发明人地址为海外地址，以及与东道国企业合作申请了专利，均可以认为是由其海外技术研发团队相关研发成果，可以纳入实证分析样本。例如，尽管申请人姓名一栏没有标注是否为宝马集团东京研发机构，但如果申请人地址或发明人地址为日本，或是与日本企业、高校的合作专利，则可以认为该专利是由宝马集团在日本的创新活动相关产出。基于知识流动领域常见的观测方法，参考Jaffe等[39]、刘凤朝等[40]、刘胜奇等[41]的研究，使用专利引用信息对跨国企业母公司与子公司、跨国企业母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知识流动进行分析。其中，焦点专利的前引专利（backward citation）反映出海外研发机构的知识来源；焦点专利的后引专利（forward citation）反映出海外研发机构的知识输出及知识流动去向。
3.3 分析框架
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更多聚焦在AMNEs与EMNEs的差异讨论，较少关注技术创新异质性影响，因此，通过整合企业创新国际化与技术异质性理论，将知识流动分析方法应用在案例分析中（如图1所示），探讨一般汽车技术、新能源动力技术、数字技术3个技术大类下的全球创新模式差异。创新模式表现为母公司与海外技术中心的技术选择异同，子公司与东道国、母公司与子公司以及母公司与东道国创新者的知识流动关联。
【图1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image: ]
图1 分析逻辑框架

4 宝马的创新国际化形成过程
4.1 海外研发机构的设立
跨国企业创新理论指出，保持系统继承和控制总体技术是整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的权威原始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整车企业一直在开发产品结构、平台设计层面具有主导作用，以保证对供应商的层级控制。2000年之前，宝马仅在美国、南非设立生产和组装厂，在奥地利、英国等地设立零配件工厂与发动机工厂，随后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研发机构则集中在1986年于德国慕尼黑总部设立的集团研发机构——宝马集团研究与创新中心（FIZ）、与奥地利发动机工厂伴生的发动机研发机构和1991年收购的美国汽车外形设计工作室Designworks。
在新技术冲击下，宝马于2000年前后开始加速创新国际化步伐。1998年，宝马在美国加州硅谷的帕洛阿托（Palo Alto）建立了第一个海外技术办公室，该地也由此成为宝马关注硅谷新技术、与美国顶尖大学合作的重要平台。在2010年后，Palo Alto技术办公室先后投资了超过70家美国初创企业【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权威信息文献。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应对新能源和数字技术给汽车行业带来的相关变革，例如充电基础设施领域的Chargemaster，自动化生产领域的KINEXON GMBH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Recogni Inc.，等等。如调研中外资车企的管理人员阐释，“在数字技术领域，汽车企业选择企业风险投资初创企业，是需要寻找比目前供应商例如英特尔、思爱普（SAP）或该特定领域更出色的算法技术与团队。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大型汽车企业的投资也为他们带来了客户和直接收入来源”。
2002年，宝马在日本东京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在企业创新国际化研究中，宝马的日本战略动机被总结为适应日本消费者的人车交互需求，加速与德国总部的技术联通，以及吸收日本在混合动力、燃料电池和电力驱动方面的知识位势，以及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优势。
2010年后，宝马的创新国家化进程逐步加速，分别于2013年设立南非海外研发机构、中国（上海）区域研发机构，2014年在巴西设立海外研发机构，2015、2018、2019和2020年分别在韩国首尔、葡萄牙、新加坡、以色列设立海外研发机构。根据宝马所披露的官方信息，以上海为例，宝马海外研发机构的功能更多是创新生态的搭建，推动与区域高校、科研院所的联合研究，孵化以数字技术为主的科技初创企业。如调研中汽车行业的研发人员所阐释：“日本90年代在机械电子技术领域具有明显的创新优势，宝马的日本创新中心聘用了不少本土工程师完成技术吸收”；“日本，例如丰田汽车，很早就启动了新能源技术开发，但中国汽车企业近几年发展迅速，现在大家基本处于同一赛道的竞争状态”。
4.2 海外创新与专利申请【本节中，特别是图2内，“申请”与“创新”有何区别？分别由什么来表征？应补充加以阐释】
如图2所示，宝马在德国的专利申请量与海外申请量的趋势相同，约占其总申请量的60%。然而，通过发明人地址信息提取可知，宝马总体创新国际化主体的专利申请数量则远低于母公司，1980－2000年基本维持在500件左右，1990－2010年间缓慢增长，2010年之后每年超过2 000件。











【图2内：1. 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2. 左右纵坐标轴上的数值要用三位分节法表示，如“1000”应修改为“1 000”；3. 左右纵坐标轴标目要加上量的单位，如左纵坐标轴标目应修改为“申请数量/件”】
	


图2  宝马海外专利布局特征及趋势

表2进一步提供了宝马海外创新的进入时间轴。其中，【表内已清楚表示】第一列为在该地区设立研发机构的年份；A列代表总部与东道国的某企业合作提交第一份相关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年份；B列代表申请人为总部、发明人为东道国创新者提交第一份相关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年份；C列代表某个海外研发机构提交第一份相关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年份；列则列示了上述三者中最早的时间。宝马海外研发机构的设立年份与列的差距显示了海外研发机构技术追赶的速度。可以看到，在一般技术类型中，3类技术的申请年份与海外研发机构设立年份相隔较短，例如，宝马在1998年设立美国第一家研发机构前，1993年就以发明人身份提交了第一份专利申请，2000年提交了第一份与美国供应商的合作专利申请，2002年提交了以海外研发机构为申请人身份的第一件专利，最长间隔为4年，另外，在中国、韩国、新加坡，其海外研发机构为发明人的专利申请均早于研发机构设立年份，说明这些海外研发机构在极短时间内就能在相关技术领域产生专利、完成技术追赶。在新能源技术领域，2007年宝马才有第一件与美国当地创新者合作申请的专利，相类似的，在日本的专利出现在2014年、在新加坡为2015年，仅在中国，其合资企业以申请人身份持有新能源相关专利，其他海外研发机构仅有发明人记录。在数字技术领域，在中国、韩国、新加坡，宝马与东道国合作专利的申请时间基本与研发机构设立时间相近，与中国、新加坡研发机构作为申请人分别在2018与2020年提交了第一份专利申请。这说明海外研发机构在数字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上无法完成技术追赶，或者完成技术追赶的速度相较一般技术更慢。


表2  宝马在不同技术领域的海外创新进入时间轴
	国家
	年份

	
	设立海外研发
机构年份
	一般技术
	新能源
	数字技术

	
	
	A
	B
	C
	
	A
	B
	C
	
	A
	B
	C
	

	美国
	1998
	2000
	1993
	2002
	1993
	2007
	1995
	
	1995
	2001
	2005
	
	2001

	日本
	2002
	1987
	2006
	1981
	1981
	2014
	
	
	2014
	2012
	1998
	
	1998

	中国
	2012
	2014
	2006
	2005
	2005
	
	2017
	2013
	2013
	2015
	2017
	2018
	2015

	韩国
	2015
	2012
	2005
	2005
	2005
	
	
	
	
	2015
	
	
	2015

	新加坡
	2020
	2015
	
	
	2015
	2015
	2012
	
	2012
	2015
	
	2020
	2015



5 宝马全球创新的知识流动分析
在一般技术、新能源技术以及数字技术三大技术（以下简称“3类技术”）分类下展开知识流动特征分析，包括知识来源分布、母国和东道国输出知识比例的变化趋势以及宝马内部研发网络的知识流动3个视角，数据分析聚焦宝马在美国、日本、中国、新加坡、韩国的创新及专利申请活动。由于宝马在巴西、以色列尚未产生专利申请，因此未纳入此次分析。
5.1 一般技术领域的“一对多”知识流动
一般技术包含燃油动力、车辆控制以及零配件等，为新能源动力以及数字技术以外的汽车技术，也是宝马最早进行创新国际化布局的汽车技术。在一般技术下，焦点专利技术分类特征与早期创新国际化文献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宝马的燃油动力及整车技术专利基本由有其母公司所持有；除日本外，其他区域的焦点专利集中在外观材料、座椅配件等一般技术创新。如表3所示，在一般技术领域，【表中已清楚表示的内容不必再简单重复赘述】宝马在中国、日本和美国持有的焦点专利申请中，部分为与东道国的零配件供应商（如日本特殊陶业株式会社等）的合作申请，总部与东道国供应商都提供了知识输出，同时均吸收了德国的知识输出，且在中国持有的焦点专利除了引用德国和中国专利外，也大量引用了美国专利与日本专利。总体上，各国的知识输出程度与其所在地区在汽车制造行业的地位基本符合。由于在美国和中国建立了大规模生产基地，因此宝马在美国和中国申请的焦点专利包括较高比例的自引，而在日本申请的焦点专利则引用了更多日本汽车企业的专利。
【表3中：BWD和FWD是指什么？以上文字如有其中文全称，将此简称加括号注释；如无，则用表注形式说明】
表3  宝马在一般技术领域的全球创新与知识流动
	国家
	焦点专利数量/件
	BWD/次
	FWD/次
	海外研发机构BWD引用专利数量/件
	

	
	
	
	
	德国
	美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美国
	31
	173
	188
	46
	57
	3
	38
	
	
	

	日本
	67
	337
	293
	63
	50
	4
	181
	6
	
	

	中国
	129
	450
	144
	138
	64
	122
	58
	6
	2
	

	韩国
	13
	35
	65
	5
	16
	1
	7
	5
	
	

	新加坡
	8
	19
	8
	9
	5
	
	
	2
	1
	

	
其次，按照申请时间划分创新国际化的知识流动，如表4显示，宝马在美国和日本申请的焦点专利的知识来源首先是由德国提供，随后逐渐被东道国知识替代。其中，具有产业优势的日本、美国提供了较高占比的知识输出，例如，在美国的焦点专利引用德国专利技术的比例从2000年的19.65%快速下降到2010年后的2.31%，在日本的焦点专利引用德国专利技术的比例则从2000年的12.46%快速下降到2010年后的4.15%，在新加坡研发机构的专利引用47%来自德国，在韩国研发机构引用母国和东道国专利的比率持平。
表4  宝马在一般技术领域的焦点专利知识来源构成
	

	国家
	BWD中德国专利占比
	BWD中其他东道国专利占比

	
	总和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总和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美国
	26.59%
	
	4.62%
	19.65%
	2.31%
	32.95%
	
	6.94%
	17.92%
	8.09%

	日本
	18.69%
	1.19%
	0.89%
	12.46%
	4.15%
	53.71%
	4.45%
	1.78%
	37.09%
	10.39%

	中国
	30.67%
	
	
	0.44%
	30.22%
	27.11%
	
	
	
	27.11%

	韩国
	14.29%
	
	
	2.86%
	11.43%
	14.29%
	
	
	
	14.29%

	新加坡
	47.37%
	
	
	
	47.37%
	5.26%
	
	
	
	5.26%

	


最后，表5提供了宝马研发网络内部在一般技术领域的知识流动。与表1相比，来自宝马集团内部的引用次数不足东道国总体引用次数的一半，尤其是来自美国与日本的焦点专利对集团内部专利的引用次数分别只有8次和11【？】次，说明在知识位势较高的地区，海外研发机构更多的知识来源依赖当地的其他创新者；但在被引用的内部专利中，来自总部的知识输出占比相当高，可以说明总部对于海外研发机构提供了技术支撑。表3.c的右半部分为总部与各个地区研发机构专利申请的互相引用情况。从表5可以看到，在一般技术领域，宝马内部研发网络中总部的知识位势更高，但其在中国、美国的研发机构已经能够向德国总部输出知识，总部能够从这两家研发机构的创新中获益。如调研对象补充解释，“从总部获得技术支撑是非常便捷的，主要通过内部技术许可。在汽车产业集聚地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供应链，零部件供应商会根据东道国子公司的需求提供技术改进”“燃油动力汽车在部件层面虽然一直有创新，但架构层面主导设计已经趋于稳定。跨国车企的总部与子公司之间也形成了稳定且平行发展的组织结构，子公司具有自己的研发投入额度及绩效考核，会根据所在市场需求实施不同的研发策略”。
【表5中，HQ等各个第一次出现的英文缩略语提供中文名称】

        表5  宝马内部的一般技术知识流动                               单位：次        
	

	国家
	BWD包含的宝马（MNE）专利
	BWD包含的德国宝马（HQ）专利
	被HQ专利引用的数量（FWD）
	
	总部与各个地区研发机构专利互引
	

	
	
	
	
	HQ
	美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美国
	8
	8
	27
	4
	1
	1
	1
	
	
	

	日本
	19
	19
	6
	3
	
	
	
	
	
	

	中国
	65
	62
	37
	11
	
	1
	
	
	
	

	韩国
	
	
	1
	1
	
	
	
	
	
	

	新加坡
	4
	3
	2
	1
	
	
	
	
	1
	



5.2 新能源动力的创新联盟
新能源技术包含电池驱动、充电桩等。与一般技术不同的是，宝马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焦点专利总量较少，大量依赖与美、日传统汽车企业的合作，例如美国通用汽车、美国克莱斯勒汽车、日本丰田等企业。如表4.a所示，日本焦点专利从一般技术领域的52件下降至3件，中国焦点专利数量同样从130件减少到了17件。在知识流视角下，美国焦点专利数量达到108件，共引用在先技术529次，获得269次后续技术引用。在先技术引用统计中，美国焦点专利引用东道国创新者的专利数量最多，共计232次，基本都来自美国汽车企业；日本焦点专利引用了5次美国创新者的专利；中国焦点专利则引用了23次东道国创新者专利。基于如上数据，可以认为 表4【两个表4？】显示，宝马在新能源技术领域主要采用了技术共享与合作策略，并未推动广泛的创新国际化。新能源技术本身的知识网络集中在通用汽车、丰田等领先汽车企业，其中美国汽车企业不仅为宝马总部提供了新能源技术输出，同时对宝马与日本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也提供了支撑。调研中，一位中资车企管理人员认为，车企不会把纯电汽车的开发放在海外，大部分海外研发中心更多是完成一些技术对接与协调工作。另外，从焦点专利向前引用的时间轴可以看到，德国提供的知识相较一般技术更少，美国和日本为新能源技术焦点专利的主要知识来源。这也符合新能源技术发展周期以及德国、美国和日本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知识位势。
【表4中各要素杂糅混乱，要么重新设计，使各部分关系明晰，或建议参照表3～表5分成3个表；统一使用中文而非代号来表述国家名称；“1980s”等表示方法不正确，一一修改为“1980年”等；补充各表征项目的量的单位】
表4 宝马新能源技术的全球创新与知识流动
	a：宝马新能源技术焦点专利
	

	国家
	专利数量
	BWD
	FWD
	海外研发机构BWD引用专利数量
	
	
	
	

	
	
	
	
	德国
	美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US
	108
	529
	269
	27
	232
	1
	160
	6
	-
	

	JP
	3
	11
	-
	-
	5
	-
	3
	-
	-
	

	CN
	17
	38
	25
	4
	4
	23
	3
	1
	-
	

	KR
	-
	-
	-
	-
	-
	-
	-
	-
	-
	

	SG
	4
	17
	9
	5
	4
	1
	5
	-
	-
	

	b：宝马新能源技术焦点专利知识来源母国与东道国占比
	

	国家
	BWD中德国专利占比
	1980s
	1990s
	2000s
	2010s
	BWD中东道国专利占比
	1980s
	1990s
	2000s
	2010s

	US
	5.1 0%
	-
	0.76%
	4.35%
	-
	43.8 6%
	-
	-
	43.86%
	-

	JP
	-
	-
	-
	-
	-
	27.2 7%
	-
	-
	-
	27.2 7%

	CN
	10.5 3%
	-
	-
	-
	10.5 3%
	60.5 3%
	-
	-
	-
	60.5 3%

	KR
	-
	-
	-
	-
	
	-
	-
	-
	-
	-

	SG
	29.4 1%
	-
	-
	-
	29.4 1%
	-
	-
	-
	-
	-

	c：宝马内部新能源技术知识流动
	

	国家
	BWD包含的宝马（MNE）专利
	BWD包含的德国宝马（HQ）专利
	被HQ专利引用的数量（FWD）
	HQ
	US
	CN
	JP
	KR
	SG
	

	US
	10
	2
	5
	3
	2
	-
	-
	-
	-
	

	JP
	-
	-
	-
	-
	-
	-
	-
	-
	-
	

	CN
	1
	1
	-
	-
	-
	-
	-
	-
	-
	

	KR
	-
	-
	-
	-
	-
	-
	-
	-
	-
	

	SG
	1
	1
	1
	1
	-
	-
	-
	-
	-
	



此外，从表5可见，仅有美国引用了10次宝马专利，也只占美国焦点专利数量的1/10，说明在新能源技术领域，宝马与创新国际化者的创新合作更多是知识获取，尚未能将知识输出到其他地区的研发机构。基于知识流动理论可以认为，由于总部在新能源技术上的知识位势较低，无法启动知识转移。针对新能源领域的知识流动情况，一位调研对象总结道：“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电池、电机和电控，中企可以说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并不存在知识获取上的需求。即使是投放在欧洲市场的车款，整车开发也已经能够在国内实验室完成。所以，比较少与外部的知识流动。”
5.3 数字技术的企业风险投资与校企合作
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如表5所示，宝马在中国与日本拥有最多的数字技术焦点专利，其次是美国和新加坡，在新加坡的焦点专利均为宝马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自动驾驶领域的合作创新成果。如一位调研对象所说：“数字技术中的自动驾驶技术和车载信息系统的开发具有不同的技术复杂层级。自动驾驶属于核心竞争力部分。应用在车载信息系统层面的外围技术，如视觉、人机交互等，则需要较多的本土化创新，适应市场需求。”在知识流视角下，宝马总部对日本的焦点专利提供了一定的知识输出，日本焦点专利引用了36次德国专利，中国焦点专利则引用了45次东道国专利以及18次美国专利。其次，从表5.b可见，为焦点专利向前引用中德国专利和东道国专利的比例。日本焦点专利引用德国专利技术的比率从2000年的5.48%快速上升到2010年后的43.84%。中国焦点专利对来自东道国的知识占49.45%，来自德国的知识占比仅7.69%。上述数据表明，在日本的研发机构大量依靠来自德国的知识，在中国的研发机构则在建立之后就能从东道国获取大量知识。最后，从表5.c可见，宝马总部仅和日本、美国研发机构之间有少量的知识流动，在中国的研发机构与总部缺少知识流动。如调研对象所阐释：“各大车企在自动驾驶的计算能力、稳定性层面基本处于同一赛道，如传感器方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外围数字技术层面，国内也有一批活跃的互联网初创企业。总体上，外资车企的中国技术中心通过与国内供应商或者初创企业合作，已经能够完成相应的数字技术产品开发，并不依赖总部的知识输出。总体上，车企数字技术竞赛的关键在于驾驶数据等信息获取的成本、开发效率和价值空间等。”
值得注意的是，宝马在美国的研发机构进行了大量的风险投资与创新孵化，涉及电子地图、自动驾驶，也包含停车软件、租赁平台等互联网平台技术开发，其创新成果并没有体现在焦点专利样本上，也没有显示出与宝马焦点专利之间的知识流动，但是，基于专利引用信息，在美国的研发机构依然为宝马在多个国家地区数字技术创新的知识输出。其背后的经济解释为：宝马在美国的研发机构并没有直接参与数字技术的创新研发，但由于美国在数字技术层面的领先地位，宝马通过企业风险投资模式增强其在新兴技术的控制能力。



【表5中：各要素杂糅混乱，建议参照上文表3～表5分成3个表；统一使用中文而非代号来表述国家名称；“1980s”等表示方法不正确，一一修改为“1980年”等；各项目的量的单位应补充】
表5  宝马数字技术的全球创新与知识流动
	a：宝马数字技术焦点专利
	

	国家
	专利数量
	BWD
	FWD
	海外研发机构BWD引用专利数量
	
	
	
	

	
	
	
	
	德国
	美国
	中国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US
	5
	18
	38
	4
	8
	2
	2
	1
	-
	

	JP
	17
	73
	52
	36
	17
	0
	12
	1
	-
	

	CN
	51
	91
	55
	7
	18
	45
	7
	7
	-
	

	KR
	-
	-
	-
	-
	-
	-
	-
	-
	-
	

	SG
	3
	3
	2
	0
	2
	-
	1
	-
	-
	

	b：宝马数字技术焦点专利知识来源母国与东道国占比
	

	国家
	BWD中德国专利占比
	1980s
	1990s
	2000s
	2010s
	BWD中东道国专利占比
	1980s
	1990s
	2000s
	2010s

	US
	22.2 2%
	-
	-
	11.1 1%
	11.1 1%
	44.4 4%
	-
	-
	-
	44.4  4%

	JP
	49.3 2%
	-
	-
	5.48%
	43.8 4%
	16.4 4%
	-
	-
	1.37%
	15.0 8%

	CN
	7.69%
	-
	-
	
	7.69%
	49.4 5%
	-
	-
	-
	49.4  5%

	KR
	-
	-
	-
	-
	-
	-
	-
	-
	-
	

	SG
	-
	-
	-
	-
	-
	-
	-
	-
	-
	

	c：宝马内部数字技术知识流动
	

	国家
	BWD包含的宝马（MNE）专利
	BWD包含的德国宝马（HQ）专利
	被HQ专利引用的数量（FWD）
	HQ
	US
	CN
	JP
	KR
	SG
	

	US
	-
	-
	6
	1
	-
	-
	-
	-
	-
	

	JP
	4
	2
	3
	2
	-
	-
	1
	-
	-
	

	CN
	1
	-
	-
	-
	-
	-
	-
	-
	-
	

	KR
	-
	-
	-
	-
	-
	-
	-
	-
	-
	

	SG
	-
	-
	-
	-
	-
	-
	-
	-
	-
	



5.4 知识流动分析小结
研发全球化的核心目的是跨国企业发展全新产品以及增强已有的产品、服务和流程的创新能力提升，总部和附属研发机构之间的知识流为上述的整体目标服务。如图3所示，宝马在3类技术的研发网络均包括跨国企业总部、海外研发机构以及东道国的创新网络。其中，X轴显示海外研发的相对时期，Y轴为东道国的技术知识位势；焦点专利包括美国、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5个国家的创新国际化相关专利活动。黑线箭头表示跨国企业集团内部的知识流动，白线箭头为外部知识流动；不同形状分别表示东道国的竞争者、供应商以及高校研究院所【在图例中已经说明清楚了，无须赘述】
【图3内：1. 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2.纵、横坐标标目的位置和字的方向注意对照规范执行。3.CVC在上文出现过否？如无，补充其中文名称说明】

[image: ]
图3 宝马在3类技术领域的技术位势、知识流动与创新模式

基于宝马创新国际化的专利申请及引用网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技术的产业链附加值直接影响着车企创新国际化的总体布局。无论是燃油驱动、新能源驱动还是自动驾驶，作为汽车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均由总部所持有，只在海外进行外围技术创新。其次，知识位势决定了跨国企业总部的知识输出能力。在新兴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宝马的创新国际化目标同时包括实施知识输出与知识获取策略。在一般技术领域，宝马总部把握燃油动力关键技术，对海外生产基地提供技术支持，向海外研发机构输出知识，海外研发机构进行车辆配件等改进型创新，也产生了创新国际化对总部的逆知识流动，创新国际化模式包括派送研发人员以及与东道国供应商合作研发；在新兴技术领域，如新能源技术与数字技术等领域，宝马的知识位势并不明显，总部仅对部分海外机构提供少量的知识输出，并需要在技术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寻找投资机会。最后，知识流动层面呈现显著的技术异质性，技术差异影响着宝马创新国际化的模式选择。在一般技术领域，燃油驱动以外的外围机械、材料技术具有低累积性、高网络性，呈现出总部与子公司、子公司与东道国供应商之间广泛的知识流动；新能源动力近似燃油动力，具有高累积性、高网络性的特点，但由于不具备新能源技术优势，宝马在新能源技术领域呈现创新联盟形态，由实施专利开放的丰田汽车提供了大量知识输出，且由于知识技术在领先跨国企业总部之间流动，并未渗透到跨国企业内部网络，宝马的合作对象也仅限于其他整车企业，并未涉及特斯拉、华为、谷歌等新进入者，即跨国企业之间持续在竞合状态；在数字技术领域，无论是自动驾驶还是车载信息系统相关技术，均具有市场适应性不确定、独占性较弱的特性，技术开发周期短，宝马海外研发机构担任投资人角色，通过东道国初创公司实施新兴技术检测、数据获取以及开发市场机会，未有直接的知识输出，也尚未产生明显的知识流动。
6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基于知识流动分析方法，归纳了宝马在传统汽车动力、新能源与数字技术下的创新国际化进入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在新兴技术领域，由于技术区位尚不清晰，AMNEs的总部与海外研发中心并不再是单一的知识输出策略，同样需要知识获取。在此过程中，宝马基于技术特性，采用了联盟与风险投资等多类型海外创新进入模式。多类型创新国际化模式也将给跨国汽车企业带来不同的知识管理风险。一方面，跨国企业之间在新能源技术领域的联盟创新形式并没有产生内部知识流动以及创新能力的转换，跨国企业总部对于知识流动的控制力也并不充分。尽管杨震宁等[42]、张佳敏等[43]已对创新联盟中的竞合行为以及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充分讨论，但如何在创新联盟内设立利益分享制度、保持未来的市场竞争力仍不清晰。另一方面，宝马数字技术的风险投资对于其总部知识获取的作用有所显现，但十分微小。未来，关于创新联盟中企业风险投资与内部创新相比的技术贡献率、可持续性等问题也需要更多探讨。
对于中国汽车企业创新实践而言，由于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头部企业内部创新已经能够满足大范围技术需求，以知识获取为目标的创新国际化动机并不强烈，然而，中国车企依然需要借鉴宝马在新能源与数字技术领域的多类型的创新国际化合作模式，一方面基于技术创新特性，选取高效的创新合作模式、获得更高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市场回报，同时在新一代电力驱动系统、技术标准、自动驾驶数据共享问题上实现突破，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政府部门也应当加强相应的创新生态建设，丰富创新国际化投资的信息对接和经验分享，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国际化决策效率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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